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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补偿对农户感知耕地保护政策
实施成效的影响

———来自四川、湖北、上海和江苏的典型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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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四川省成都市、上海市闵行区及江苏省苏州

市,以及尚未实行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和黄冈市6个典型区域93个村庄

940名受访农民的调查为实证,探讨经济补偿对调动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采用

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农民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补偿明

显增强农民在改善耕地生态环境、维持耕地数量不减少、确保农地用途不改变、平衡耕地质

量不降低等方面的积极性;经济补偿显著提升了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评

价,已接受经济补偿的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综合评价值较未享有经济补偿农民

对耕地保护成效的综合评价值高0.143;受访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耕地功能环境认

知、区域发展环境状况及政策自身因素均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耕地保护政策;经济补偿;农户;影响因素;多分类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6)02-0096-08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6.02.014

以转移性支付为核心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激励乡村适宜景观地保护的有

效手段,在农田保护、福利改善及消除贫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10年,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项

目已在美国保护农地3.58×106公顷,并被拉丁美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加勒比沿海区域作为成功

经验广泛推广与借鉴[1-2]。国外学者对耕地保护政策的相关研究已趋于成熟,早期研究主要集中探讨

耕地保护所带来的耕地发展受限及其所引起的福利不均衡问题[3-5],代表性观点如农业经济学家

Gardner认为耕地保护将会使土地所有者产生“暴利”和“暴损”的福利非均衡问题[3];中期研究则开

始关注耕地保护政策配套补偿机制的设计及其完善[6-7],如Downing对美国发展权转移制度的可靠

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该项制度没有带来显著的福利提升,补偿制度需要结合区域特征进行改善[6];
当前研究则侧重于补偿机制实施的效应评价,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含有配套补偿机制的耕地保

护政策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贫困,显著改善弱势群体的福利,促进福利的均衡分配,而且显著

优化了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8-12],如Van对爱尔兰的“农村环境保护计划”(ruralenvironmentprotec-
tionscheme,REPS)研究表明,REPS的参与使共有地农民拥有更多非农就业渠道及收入来源,参与

者收入及环境意识显著高于未参与者,且该项目使补偿区域共有地的质量得到提升[11];Marita等认

为芬兰的农业环境经济补偿对农户的农业物质及土地利用决策均产生积极影响,补偿政策实施明显

降低了农业富营养化面源污染[12]。国外关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项目的研究已趋于成熟,而我国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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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初步探索阶段,直至2005年才首次尝试提出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试验推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
截至2015年初,我国四川省成都市,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东莞市,浙江省海宁市、临海市、慈溪市,
上海市闵行区、浦东新区,江苏省苏州市等地已相继积极试验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同时我国

学者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研究仍多集中探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及制度设计[13-18],部
分学者探讨农户的政策参与意愿,如苏芳等分析了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

响[19],张方圆等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网络、规范、信任维度均对补偿项目的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

响[20],李芬等对鄱阳湖的实证显示,收入水平及来源、就业、农户个体特征等均会影响农户对补偿项

目的参与意愿[21];仅少数学者分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初期实施效应,赵雪雁从理论的角度分

析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效率[22],蔡银莺等从实证角度总体分析了我国东西部农田保护

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成效,但由于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的强制性及普遍性,并未清楚分析

经济补偿在耕地保护政策中的作用[23]。故本文以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四川省成都市、上海

市闵行区及江苏省苏州市,及尚未实行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和黄冈市的部分乡镇为

实证,分析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成效的影响因素,并重点探讨经济补偿对其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

  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的特殊国情决定耕地保护是我国土地管理工作的核心纲要。我国耕地

保护主要分为两个阶段:①1998—2005年,初步实施耕地保护阶段。20世纪90年代,耕地面积锐减、
土地资产流失严重的问题致使我国相继提出一系列强制性的政策法规以管理和保护土地,如“耕地总

量动态平衡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等[24],最基本

的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该制度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将全国范围内大部分耕地均划入基本农田保护

区范围,并对耕地保护主体需承担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如“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
等。然而,在实施强制性农地保护过程中,由于只强调耕地保护主体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却长期忽

视其基本权益,农地保护主体激励严重缺失,造成社会不公或滋生寻租行为,带来相关群体利益分配

关系的扭曲及农地保护效率的低下[24-25]。②2005年至今,耕地保护制度创新阶段。为提高耕地保护

效率,我国自2005年开始,便尝试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及结合我国耕地保护现状,试验推行耕地保护经

济补偿机制,并于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2009年中央

一号文件相继提出“尽快出台耕地保护补偿的具体办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提出“坚决守住

耕地保护红线,建立保护补偿机制,加快划定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相继推

出“加快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启动耕地保护补偿试点”,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尽快“完善耕地

保护补偿办法”,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地方开展耕地保护补偿”。我国一系列大政方

针多次相继强调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充分显示了耕地保护补偿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其深入系统研究

的迫切性。同时,我国部分发达地区及城市已根据政策文件、结合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继积极试验

试行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如四川省成都市,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东莞市,浙江省海宁市、临海市、慈
溪市,上海市闵行区、浦东新区,江苏省苏州市等。

结合地理位置、区域财政状况及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项目实施具体情况,选择四川省成都市、上海

市闵行区和江苏省苏州市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试点的典型。同时,由于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

策目前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目前仍有大部分省市并未推行经济补偿政策。如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

商品粮棉油基地,截至2008年,全省人均耕地面积为0.0763公顷,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

耕地占有量0.0533公顷的警戒线,但该区域至今仍通过强制性管制措施对耕地实行保护。为响应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国家政策以及实现“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的地方目标,湖北省已于2012年起

在全省范围内开始实行《湖北省主体功能规划》,将湖北省主要分为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

功能区,本文分别选取不同功能区的部分村庄为未实施经济补偿试点的典型,分析耕地保护政策的实

施成效,并重点对比分析经济补偿对该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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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1.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面对面访谈,调研区域涉及我国东、中、西部的主要区域。课题组分别于2012年

1月和2012年7月对已实施配套经济补偿政策的耕地保护区———上海市、江苏省及四川省各代表区

域的部分村庄进行调研,于2013年10月至11月对未实施经济补偿的耕地保护区———湖北省各典型

区域进行实地调研,包括湖北省境内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代表乡镇的部分村庄,
共涉及93个村庄,1113个农户,获取有效问卷940份,有效回收率为84.46%。调查问卷的内容主

要包括:①受访者所处的区域特征,包括调研区域的地理区位、经济发展状况及农业环境政策的实施

状况等;②受访农户的家庭特征,包括受访者家庭人口特征、收入状况及资源禀赋状况;③受访者对耕

地及耕地保护政策的认知,包括对基本农田、耕地功能及耕地保护政策等的认知;④受访者对耕地保

护政策的实施评价,包括受访者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满意度评价等方面。为提高调研数据有效

性,实地调查前对调研人员进行了培训,以加深其对调研内容及调研目的了解。

2.样本特征

农地保护区域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农地保护区域的940名受访者中,被调查农户男

性较多,所占比例58.09%;79.05%的受访者均接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文盲和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

育的比例相对较小,其分别为9.57%和11.38%;77.24%的受访者年龄均超过45岁,35岁以下的受

访者仅占5.85%,主要是由于实地调研中考虑到目前我国农业种植者趋于老龄化,年轻人多常年外

出打工,从事非农产业,对农地经营及相关农业政策了解甚微,故调研对象多倾向于年龄较大的农业

种植者;有小部分受访者为农村管理者,占总体样本的14.15%;大部分受访者为务农农民,占样本总

量的72.98%;受访农户多为中等偏低收入农村家庭,家庭年收入在1~5万元的农户家庭占样本总量

的47.13%;受访农户的总经营地面积为493.38公顷,户均经营土地面积在1.0公顷以上的农户仅占

9.04%,农地多为小规模细碎化经营;39.36%的受访者已参与农地流转。
表1 研究区域调研样本的分布特征

变量 频率 占比/% 变量 频率 占比/%

性别  [9,11) 84 8.94

 男性 546 58.09  ≥11 104 11.06

 女性 394 41.91 年龄

受教育年限  ≤35 55 5.85

 0 90 9.57  (35,45] 159 16.91

 [1,6] 391 41.60  (45,60] 427 45.43

 (6,10) 352 37.45  (60,70] 227 24.15

 ≥10 107 11.38  >70 72 7.66

是否为户主 户均经营地面积/(公顷/户)

 是 539 57.34  <0.1 201 21.38

 否 401 42.66  [0.1,0.5) 463 49.26

是否为村干部  [0.5,1.0) 191 20.32

 是 133 14.15  ≥1 85 9.04

 否 807 85.85 耕地流转情况

家庭收入/万元  未流转 570 60.64

 <1 81 8.62  已流转 370 39.36

 [1,3) 203 21.60 经济补偿

 [3,5) 240 25.53  未实施 409 43.51

 [5,7) 136 14.47  已实施 531 56.49

 [7,9) 92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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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方法

  1.指标构建

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将重点从受访者的个体

特征、家庭特征、环境认知、区域发展以及政策五方面分析相关因素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
具体分析如下:农民是耕地保护的基本决策单元,其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的主观评价会因个体特征的

差异而不同,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是否为户主、年龄、受教育水平、是否为村干部和性别,在数据

处理过程中,结合已有文献[23]及研究样本的年龄分布特征,对年龄变量做了离散化处理。同时农民

个体均隶属于家庭,其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价也明显会受到家庭经济特征的影响。农民对

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价直接受其环境意识的影响,较高的环境保护意识能够激励农民结合市

场情况长远综合考虑耕地保护政策、并拥有较高的预期,如在美国的CRP中,环境意识较高州的农民

在没有大量农业环境保护补偿资金的情况下参与CRP项目的意愿仍很强烈[26]。区域经济发展程度

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也具有一定影响,区域间环境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差异也会导致耕

地保护政策实施目标、实施形式及微观主体参与意愿等的不同。此外,政策自身因素也会对其实施效

应产生影响,文中主要考虑了政策配套经济补偿的实施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各方面的具

体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指标定义

变量 定义

因变量

 实施效应Y 未取得;不清楚;已取得

自变量

个体特征

 是否户主 HH 是=1;否=2
 年龄AG 35岁及以下=1;36岁至45岁=2;46岁至60岁=3;61岁至70岁=4;71岁及以上=5
 受教育水平EL 其他=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以上=4
 是否为村干部SC 是=1;否=2
 性别SX 男性=1;女性=2
家庭特征

 家庭年收入 HI 家庭年均总收入/万元

 农业收入比AI 年均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
 补贴收入比SI 年均农业补贴收入占家庭年总农业收入的比/%
 单位农地务农人数LF 单位农地务农人数

 土地流转情况TA 未参与流转=0;参与流转=1
环境认知

 农地生产功能认知CP 无=1;不清楚=2;有=3
 农地生态功能认知CE 极小=1;较小=2;中等=3;较多=4;极多=5
 对农地保护重要性的认知CI 不重要=1;不清楚=2;重要=3
 对农地保护政策的关注程度DC 从不关注=1;偶尔关注=2;经常关注=3
区域因素

 农业经营的机会成本OC 每个劳动力从事年均非农业收入与年均农业收入的差/万元

 区域农地环境现状SE 当地农田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种类数

政策因素

 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情况IEC 未实施=0;已实施=1

  2.多分类回归模型

因变量Y 为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成效,选用农户对“您认为农地保护政策实施以来是否取得一

定成效?”的评价来表示,其回答分别为“未取得成效”、“不清楚”、“取得成效”,令“Y=1”表示农民对

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价为“未取得成效”,“Y=2”表示农民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价为

“不清楚”,“Y=3”表示农民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价为“取得成效”(这里的1,2,3只是一个

排列序号,不存大小关系)。由于因变量是多分类变量,故选用 multinomiallogisticregression,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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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Y=2为对照组。Logistic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logit(P1/2)=ln[P
(Y=1|X)

P(Y=2|X)
]=α1+β11X1+β12X2+…+β1KXK=g1(X) (1)

logit(P3/2)=ln[P
(Y=3|X)

P(Y=2|X)
]=α3+β31X1+β32X2+…+β3KXK=g3(X) (2)

式(1)和(2)中,Y 为被解释变量,X 为解释变量,K 为解释变量的个数(K=18),α为常数项,β为

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公式(1)表示农地保护政策未取得成效组与对照组的比数;公式(2)表示农地

保护政策取得成效组与对照组的比数;同时认为农地保护政策取得成效组与认为农地保护政策未取

得成效组相比的logit可用上述两模型之差得到,即logit(P3/1=g3(X)-g1(X)。其条件概率

分别为:

P1=P[Y=1|X]= eg1(X)

1+eg1(X)+eg3(X)
(3)

P2=P[Y=2|X]= 1
1+eg1(X)+eg3(X)

(4)

P3=P[Y=3|X]= eg3(X)

1+eg1(X)+eg3(X)
(5)

其中,P[Y=1|X]+P[Y=2|X]+P[Y=3|X]=1。

  四、结果分析

  1.经济补偿提升农户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

图1 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

实施成效的评价

经济补偿显著提升了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

的感知评价。对比已接受与未享有经济补偿的受访者对

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感知评价发现,已接受经济补偿农

民对耕地保护成效的综合评价值较未享有经济补偿农民

的综合评价值高0.14(图1),已接受经济补偿农民认为耕

地保护政策取得成效的比例35.94%远大于未享有经济

补偿农民的比例19.21%,已接受经济补偿的受访者中不

清楚农地保护政策是否取得成效的比例49.39%较未享

有经济补偿农民的比例(68.55%)低,具体表现为经济补偿明显强化了农民对调研区域耕地生态环

境、数量、质量及农地合理利用的良性感知,调研数据显示,在已实施经济补偿政策的耕地保护区域

中,48.85%的农民认为自己所在区域的耕地生态环境得以改善,45.80%的农民认为调研区域耕地数

量得以维持,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所在村庄耕地质量未降低的比例为46.06%,认为能够保证农地农

用,不损毁、破坏耕地的受访者占49.87%,上述比例均分别显著高于未实施经济补偿政策耕地保护

区域农民对耕地生态环境、数量、质量及农地合理利用的良性感知比例37.70%、32.24%、32.06%及

29.14%。耕地保护政策一方面具有能够矫正负外部性和市场失灵,并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促
使公共利益均衡等基本功能[27],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土地发展受限下配套经济补偿机制的缺乏而激发

土地所有者的寻租行为及不正当动机产生,造成土地利用过程中的负效应[28-30],经济补偿能够一定程

度减少耕地保护实施过程中的负外部性,但影响幅度较小,主要是由于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尚

处于初期探索阶段,补偿制度仍不成熟,可尝试通过多样化补偿方式激励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2.农户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统计软件STATA12.1对模型及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对农地保护政策实

施成效评价模型似然比卡方检验的P 值小于0.001,说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多分类回归模型结

果如表3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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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评价值=1

B Exp(B)
95%的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评价值=3

B Exp(B)
95%的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HH -0.6030** 0.5472 -1.1488 -0.0571 -0.7910*** 0.4534 -1.2723 -0.3098
AG -0.2096* 0.8109 -0.4452 0.0260 -0.2661*** 0.7663 -0.4652 -0.0671
EL -0.1223 0.8849 -0.3977 0.1531 0.1487 1.1604 -0.0898 0.3873
SC 0.0508 1.0521 -0.5031 0.6047 -0.3155 0.7294 -0.7172 0.0862
SX 0.1682 1.1832 -0.3813 0.7178 0.3927 1.4810 -0.0879 0.8733
HI -0.0023 0.9977 -0.0237 0.0192 -0.0388* 0.9620 -0.0783 0.0007
AI -0.7566* 0.4693 -1.5706 0.0575 -0.8681** 0.4198 -1.5825 -0.1536
SI -1.3030** 0.2717 -2.3353 -0.2707 -0.1281 0.8797 -0.8808 0.6245
LF 0.0929 1.0974 -0.1203 0.3062 -0.0066 0.9934 -0.2142 0.2011
TA 0.0710 1.0735 -0.3570 0.4989 -0.6130*** 0.5417 -0.9960 -0.2299
CP -0.3041** 0.7378 -0.5843 -0.0240 0.0072 1.0072 -0.2539 0.2682
CE 0.0567 1.0584 -0.1298 0.2433 0.1222 1.1300 -0.0368 0.2813
CI 0.4298 1.5370 -0.1370 0.9967 0.6559** 1.9268 0.1441 1.1676
DC 0.4274*** 1.5333 0.1016 0.7532 1.3042*** 3.6849 1.0298 1.5786
OC 0.1745 1.1907 -0.0886 0.4377 -0.0063 0.9937 -0.2342 0.2215
SE 0.1655* 1.1799 -0.0269 0.3578 0.0731 1.0758 -0.0917 0.2379
IEC 0.7721** 2.1642 0.0544 1.4897 1.9181*** 6.8077 1.3630 2.4731
Constant -1.8218 0.1617 -4.6118 0.9683 -4.1259*** 0.0161 -6.5911 -1.6606

Loglikelihood -744.6865 NagelkerkeR2 0.278
LRChi-square 250.82*** N 940

 注:(评价值=2为参照组);B是多元logistic模型的系数;Exp(B)是系数B变化的几率;下限/上限:Exp(B)在95%的置信水平的

上下限;*、**、***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1)农户个体特征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评价的影响。是否为户主和年龄对“未取得成效”和
“取得成效”的评价影响均显著,是否务农对“取得成效”的评价影响显著,而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性
别及其是否为村干部对其评价影响不显著。是否户主对受访者“未取得成效”的评价负向影响显著,
“取得成效”的评价负向影响显著,即户主更能够明显区分政策的实施成效;年龄对受访者“未取得成

效”的评价负向影响显著,“取得成效”的评价负向影响显著,即年纪越小的农户更能够明显区分政策

的实施成效;是否务农对“取得成效”的评价负向影响显著,即农业从业者认为农地保护政策取得成效

的概率较大。
(2)家庭特征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评价的影响。家庭年总收入和农户土地流转情况对“取得

成效”评价影响显著,补贴收入占比对“未取得成效”评价影响显著,农业收入占比对“取得成效”与“未
取得成效”评价影响均显著。家庭年总收入对“取得成效”评价负向影响显著,即收入越低的农户认为

农地保护政策取得成效的可能性越大;农地流转对“取得成效”评价负向影响显著,即未参与农地流转

的受访者认为农地保护政策实施取得成效的可能性较大;农业补贴收入占比对“未取得成效”评价的

负向影响显著,同时对“取得成效”评价的影响为正,即农业补贴收入越高,农地保护政策实施取得成

效的概率越大;农业收入占比对“未取得成效”、“取得成效”评价的负向影响显著,即农业收入占比越

低的农户越能够清晰的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做出明确评价。
(3)受访者的环境认知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评价的影响。受访者的耕地生产功能认知对“未

取得成效”评价影响显著,耕地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认知对“取得成效”评价影响显著,农地保护政策

的关注程度对“取得成效”和“未取得成效”评价的影响均显著。受访者的耕地生产功能认知对“未取

得成效”评价负向影响显著,同时对“取得成效”评价的影响为正,说明对耕地生产功能认知较深的受

访者认为农地保护政策取得成效的概率较大;耕地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认知对“取得成效”评价正向

影响显著,即认为耕地生态环境保护重要的受访者认为农地保护政策取得成效的概率较大;农地保护

政策的关注程度对“未取得成效”、“取得成效”评价均正向影响显著,说明对农地保护政策关注度较高

的受访者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存在两个极端,一方认为该政策取得一定成效,而另一方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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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反观点。
(4)区域因素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评价的影响。区域耕地生态环境现状对“未取得成效”评

价正向影响显著,即受访者所在区域耕地环境破坏越严重,该区域农民认为农地保护政策未取得成效

的概率越大,主要是由于受访者所在区域耕地环境受损程度越大,农户对环境改善的心理预期越高,
导致细微的改变并不能够满足农民的迫切需求。农民从事农业种植的机会成本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

成效影响不显著。
(5)政策自身因素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评价的影响。经济补偿的实施状况对“未取得成效”

和“取得成效”评价均正向影响显著,回归模型结果与统计分析相一致,经济补偿能够明显提升农民对

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认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 论

以已试行经济补偿的耕地保护区四川省成都市、上海市闵行区及江苏省苏州市和尚未实行经济

补偿的耕地保护区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和黄冈市6个典型区域93个村庄940名受访农民为实证,
分析经济补偿对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作用,并运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我国耕地保护政策

实施成效的影响因素。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经济补偿明显增强了农民在改善耕地生态环境、维持耕地数量不减少、确保农地用途不改变、

平衡耕地质量不降低等方面的积极性。经济补偿显著提升了农民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价,
已接受经济补偿农民对农地保护成效的综合评价值较未享有经济补偿农民对农地保护成效的综合评

价值高0.14。
(2)多分类Logit结果显示,受访者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环境认知、区域因素及政策自身因素

均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是否为户主和年龄对“未取得成效”和“取得

成效”的评价影响均显著,是否务农对“取得成效”的评价影响显著,而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性别及其

是否为村干部对其评价影响不显著;家庭年总收入和农户土地流转情况对“取得成效”评价影响显著,
补贴收入占比对“未取得成效”评价影响显著,农业收入占比对“取得成效”与“未取得成效”评价影响

均显著;受访者的耕地生产功能认知对“未取得成效”评价影响显著,耕地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认知对

“取得成效”评价影响显著,农地保护政策的关注程度对“取得成效”和“未取得成效”评价的影响均显

著;受访者所在区域耕地环境破坏越严重,该区域农民认为农地保护政策未取得成效的概率越大。

2.政策建议

调查数据显示,虽然目前我国耕地数量增加了,但耕地质量堪忧,同时我国农村居民普遍重视耕

地数量的保证,而忽视耕地质量的保护,农地保护任重道远,需要激励农民保护农地的积极性,而经济

补偿能够显著提升农民保护农地的积极性。对于我国已实行农地保护经济补偿的部分区域,应完善

经济补偿机制,可通过差别化、多样化补偿模式激励农民耕地利用与管理的积极性,提升耕地生态环

境质量;对于未实行农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省市,可结合地域、经济实情及农地概况,因地制宜,试行适

合区域发展的经济补偿机制及收入转移,运用经济手段激励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政策,提升耕地保护政

策的实施成效,改善耕地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可通过培训、报纸及乡间活动等加强农民对农地功能

的认知,以提升农民自觉保护农地环境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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